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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分配正义一直是社会科学领域研究的核心问题，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数据显示，分配不公正现象依然

普遍存在，危及了社会和组织的安定，因此研究者仍需不断探索与分配相关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寻求影响人们分配决

定的因素。目前，在分配中常用的分配正义原则主要有：公平原则、平等原则、需求原则；影响分配原则选择的因素

主要有：社会比较、归属需求、贡献量、分配形式等。此外，本文还总结了在分配方式选择上的文化差异、造成这种

差异的原因以及现有的用于分配正义研究的主要方法。评论分析了现有研究的不足，展望则指出未来研究可以采用群

体决策、匿名决策的方式来探寻被试更真实的分配偏好，在对文化差异的解释方面则应该更多的考虑独立我—相依我

造成的影响。此外，还可以对分配差异的大小与分配原则的选择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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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stributive justice has always been the leading topic of social researches and it has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However, statistics show that distributive injustice remains quite common around the world and has broken the peace and harmony of 

our society and organizations. Thus, it is necessary for researchers to continue studying on this topic, discussing distributive theories 

and relevant methods, looking for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people's distributive behavior. At present, there are three main principles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equity, equality and need. The main factors that affect distribution are: social comparison, need to belong, 

contribution, types of transfer, etc. In this paper, we also introduce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preference of distributive principles and 

the reasons which can account for the differences. Besides, the primary methods are also discussed. In the end, we analyze the 

limitations existing studies have and put forward some possible directions of future research. For example, researchers can 

investigate the real distributive preference of people through anonymous group decision. In addition, a research can be done to rev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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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即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历

史学和经济学等，都在直接或间接地讨论有关“何

人在何时通过何种方式得到了何物”这个问题。从

这个观点出发来看，有关利益、地位、优先权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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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是否公正以及接受者对分配结果是否公正的

知觉都属于社会科学的核心问题，引起了很多研究

者的研究兴趣(Lasswell, 1936)。之所以如此，是因

为分配正义(distributive justice)的研究具有很重要

的现实意义。 

分配正义是一个历史范畴，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

变化的。作为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制度性特质，分配

正义一方面维系着人之为人的基本权利和尊严，另一

方面也是维系社会合作体系的基础。此外，分配正义

的研究在中国也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中国一直致力

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一个和谐的社会是经济繁

荣、政治文明、文化健康、人民生活殷实和稳定的前

提和基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分配正义是必不

可少的。首先，分配正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

手段之一，它有利于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共同投身于社

会建设；其次，分配正义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的基本目标，和谐社会应当确保正义分配。第一，分

配正义是建立和谐社会利益协调机制的基础；第二，

分配正义是和谐社会制度文明的基本特征；第三，分

配正义是和谐社会中人民安居乐业、社会有序发展的

制度保障(Lasswell, 1936)。 

在现代社会里，实现分配正义不仅是必要的，

也是可能的：人类财富的日益增多使分配正义的实

现具有现实的可能性；现代制度文明也为它的实现

提供了制度保障(何建华和马思农, 2010, 伦理学研

究, 46(2): 20-24)。 

虽然分配正义的重要性已被人们认可，但分配

不公正的现象在很多国家仍现实存在着。基尼系数

(Gini Coefficient)为意大利经济学家 Gini 于 1912 年

提出的，定量测定收入分配差异程度。通常把 0.4

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根据黄金分割律，

其准确值应为 0.382。一般发达国家的基尼指数在

0.24 到 0.36 之间，美国偏高，为 0.4。中国大陆基

尼系数 2010年超过 0.5，已跨入收入差距悬殊行列，

财富分配非常不均，南非更是成为全球基尼系数最

高的国家。 

分配不公正现象的存在对于组织和社会而言，

都是不安定因素的导火线。Greenberg (1990; 2002)

用现场实验法研究了组织不公正对偷窃行为的影

响，发现在报酬低于预期的情况下，员工的偷窃行

为会增加。Skarlicki 等(1997)采用问卷调查法研究

了组织公正如分配公正、程序公正对报复行为的影

响，发现程序公正能够减少由分配不公正引起的报

复行为，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分配不公正带来的危害。 

所以本文通过整理现有与分配正义相关的分

配原则、研究方法、文化差异，分析现有研究的不

足，提出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从而希望可以为今

后的分配正义研究提供一些参考，为解决现实的社

会问题提供理论借鉴。 

1 分配正义研究中的分配原则概述 

    现有的关于分配正义的心理学研究主要强调

三项分配原则，分别是公平原则、平等原则和需求

原则。此外，在保障分配正义的同时，有学者提出

了更优的分配原则，使得在不损伤任何一方利益的

基础上，增加其中一方的所得，即帕累托改进。下

面将具体介绍这几项分配原则。 

1.1 公平原则 

公平原则(equity principle)是有关资源分配的

一个经典理论(Adams, 1963)。按照公平原则，人们

在投入(input)和输出(outcome)之间通常会保持一个

比例，并且这个比值基本是固定的。Adams 还提出

了自己的比率公式，即
OA

IA
=
OB

IB
 (其中 I, O 分别代

表个体对组织的投入和最终的收获，A, B 则表示接

受分配的两位组织成员)。虽然不同的学者建构的公

平原则的比率公式各不相同，但是大家对公平原则

的基本内涵形成了共识，即 O 应该是 I 的递增函数

(Harris, 1976)。基于公平原则，组织的分配者按照

成员的投入来决定各自的酬劳，对组织做出多大的

贡献，相应的就会有多少报酬或者获得相应量的资

源，这一分配方式可以简单概括为多劳多得。研究

者还指出当组织成员获得的资源过多或者过少时，

都会造成心理压力(Adams, 1963; Deutsch, 1975)。 

1.2 平等原则 

到了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很多研究者认为

尽管大量的证据显示公平原则在分配中最为常用，

但它只是众多分配正义原则中的其中一项，未必就

是最重要的，另外两项分配原则也不可忽视，它们

分别是平等原则(equality principle)和需求原则(need 

rule) (Hochschild, 1981)。分配者有时也会用到平等

原则，即不考虑成员对组织做出的贡献的多少，每

个人获得的酬劳或者资源都是相等的。 

1.3 需求原则 

需求原则很容易理解，就是分配者在分配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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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是酬劳的时候，按照接受者的需求来进行分配。

这种分配原则的前提条件是分配者必须具备充足

的资源。 

在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里，农业生产是一般家

庭生活资源的主要来源。家长控制了家庭中主要生

活资源，家庭中有工作能力的每一个成员，都应当

尽己之所能，努力工作，以增加家庭中可用的生活

资源，然后再交出由家长视个人的需要统筹分配，

这种分配方式便是对需求原则的运用。 

1.4 帕累托改进原则 

Ohtsubo 和 Kameda (1998)指出，人们在分配的

时候总会先为自己选定一个具体的分配原则，例如

公平原则或者是平等原则。从帕累托最优

(Pareto-optimality)的观点出发来看，这种分配方式

虽然使得分配者主观上觉得更公正，但是客观来说

分配结果并不是最理想的。Tamura 等(2006)的研究

显示，当人们进行群体决策(即分配结果是由一个小

组经过讨论后得出的)时，相比于公平原则和平等原

则，帕累托改进(Pareto improvement)原则会更受组

织的青睐。帕累托改进是经济学的一个概念，是指

在不减少一方的福利时，通过改变现有的资源配置

而提高另一方的福利。在以帕累托改进原则为标准

的分配中，分配者做出的决策看似是不公平的，例

如决策者会给予贡献小的成员更多的酬劳。但是，

帕累托改进是通过持续改善的方式，不断提高社会

的公平与效率，从而使社会和事物发展达到“理想

王国”，所以它的根本目与社会公平并不矛盾。 

2 影响个体分配原则选择的因素 

上文中介绍了现有的较为常用的分配原则，很

多学者都指出，分配原则的选择与情境有很大关系

(Cohen, 1986)。在某种情境下，分配者可能会倾向

于用公平原则，而当情境变了之后，平等原则可能

会变得更受青睐。Deutsch (1975)尤其指出，当产量

或工作表现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时，基于公平原则

的分配方式会更受欢迎。然而，当分配者更多的考

虑如何去维持组织和谐和减少冲突时，那么他们会

更倾向于使用平等原则来进行分配。下面我们将介

绍现有研究中反映的会影响分配原则选择的情景

因素。 

2.1 社会比较 

    社会比较理论(social comparison theory)是美国

社会心理学家 Leon Festinger在 1954年提出来的构

思，是每个个体在缺乏客观的情况下，利用他人作

为比较的尺度，来进行自我评价(Festinger, 1954)。

在分配中，个体获得的酬劳或者资源的数量是一个

相对的概念，对于这个数量多少的衡量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与同伴收入的对比。在对比过程中如果双方

的收入差异与被试的心理预期相差较大，那么他就

会产生一种被剥夺感。但是这种社会比较会受到分

配双方之间关系的影响，不同程度的亲密关系和实

力对比都会使得分配方式发生变化。 

2.1.1 关系的亲密程度 

Byrne(1971)提出了一个吸引力模型(model of 

attraction)，他认为人们偏爱那些有吸引力、有亲和

力、有竞争力并且道德正直的人。该模型认为，积

极的人际关系会受到人们较高的评价，从而使人作

出亲社会的选择。基于这一模型，Oesch 和

Murnighan (2003)提出假设：人际关系会影响人们的

分配行为，促使人们作出更有利于他人的决策。实

验结果显示，当分配者分配资源的对象是自己的朋

友或者是自己喜爱的人时，相比那些陌生人或者是

自己厌恶的人，他们会分配更多的资源给前者，即

使他们自身并不承认这种情感偏向所产生的效应

(Oesch and Murnighan, 2003)。平等分配会降低破坏

积极关系的可能性，这表明当人们分配资源给自己

喜爱的人时，更有可能采取平等分配(Loewenstein et 

al., 1989; Oesch and Murnighan, 2003)。 

Utz 和 Sassenberg (2002)研究发现，当人们分配

资源给陌生人或者好朋友时，他们对分配原则

(fairness rules)的偏好并没有很大差异，但当对方是

自己的朋友时，分配者的利己倾向会减弱，并会给

予更多的资源给朋友。 

2.1.2 双方实力对比产生的影响 

当对方是实力相当的人，那么分配者会采取公

正的分配策略。反之，如果对方的实力相对较弱，

分配者无法期待等值的交换，那么他们会采取利己

的分配方式(Greenberg, 1978)。 

台湾学者严奇峰根据文献推论和已有实证结

果，提出人际间互动平衡理论的观点(严奇峰, 1993, 

国民性格与家族企业管理问题研究, 22: 154-164)。

他指出，不论个体与他人是处于垂直的上下关系，

还是处于水平的交往关系，有利或强势的一方宜倾

向采取均等(equality)法则进行互动，而不利或弱势

的一方宜倾向采取公平(equity)法则进行互动，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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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都能接受的互动模式。     

Leung和Bond (1984)在一项研究中探讨了公正

的人际交往方式是否会对自利倾向产生影响。实验

得出三个重要的结论：(1)公平的人际交往方式能够

产生较小的自利倾向、更快的决定过程以及更少的

僵局；(2)在现实情境中，公平的人际交往方式与较

小的自利倾向相关。当大学生从教师那里接受到更

加积极友善的对待时，与削减教师工资相比，学生

们更愿意接受更高的学费；(3)当人际间公平的交往

方式明显是由外因导致的，那么它对自利倾向的减

弱效应就会消失。 

2.2 归属需要 

人 类 有 一 种 强 烈 的 归 属 需 要 (need to 

belong)——与他人建立持续而亲密的关系的需要。

这种需要可以在与他人接近的过程中获得，当我们

经常与某些固定的人群交往时，便很容易产生归属

感，从而促使我们想要维持与这群人的友好关系。

更重要的是，仅仅是对相互交往的期待就可以引发

亲近感。由此可以推出，人们在寻找归属感的诉求

的驱使下，会积极地与他人交往，所以当未来有合

作可能时，双方之间的关系会变得更友好。因此，

在资源分配中，分配者对与接受者合作的预期会对

分配方式的选择产生很大的影响。当未来的合作是

可期待的，那么分配者展现出来的形象就会显得很

重要。因此，他们会尽量让自己的分配方式得到接

受者的认可和支持，从而促进未来关系的发展。 

有研究显示，高投入的组织成员对于未来合作

的预期会影响他们的分配决策，当未来合作是可期

待的时，那么这些分配者会平均分配酬劳，如果未

来不会再有合作，那么分配者会利用公平原则来分

配。但是那些低投入的组织成员，无论他们对于未

来合作的预期是怎样的，都统一采用公平原则来进

行分配(Shapiro, 1975)。 

不仅对将来合作的预期能够很大程度地影响

分配方式，过去的合作次数也会影响分配者的决策。

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分配者与接受者之间的关系会

影响分配原则的决定，因为过去的合作次数能够反

映双方之间的关系亲密程度(Zhang, 2001)。     

2.3 团队成员的贡献量 

分配原则的选择还受到团队成员各自的贡献

量即投入多少的影响。一些证据表明组织的分配决

定较大程度上地反映了贡献量多的员工的愿望，而

不是贡献量较少的员工的期待。Leventhal 和

Anderson (1970)等认为当小组成员对工作的贡献量

不等时，被试会不平等地分配酬劳。但也有学者持

相反观点，即使成员的投入不等，他们也会平等地

来分配资源(Morgan and Sawyer, 1967)。 

还有学者对投入高低与对将来合作预期的交

互影响做了研究。结果显示，当高投入的分配者期

望将来与接收者能有进一步的合作机会时，他们会

使用平等原则进行分配，当他们不期待未来的合作

时，则会按照公平原则来进行分配。低投入的分配

者则统一使用公平原则来进行分配(Shapiro, 1975)。 

Miller 和 Komorita(1995)对小组成员贡献量的

差异与给予平等和公平原则的权重之间的关系进

行了研究。结果显示，与平等原则相比，贡献量的

差异与公平原则获得的权重之间呈负相关。 

2.4 投入-输出倾向与分配形式 

在有关分配正义的研究中，对于公平的知觉是

由个体通过比较投入与输出是否成比来判断的。但

是对于一些比较模糊的工作要素，例如承担责任、

完成复杂的任务、参加培训课程等，个体对它们的

理解和划分是不同的。因此，研究者将被试划分为

两类。一类是投入导向型(input-oriented)，即倾向于

将以上各类工作要素知觉为自己对工作的投入并

且关注自己对工作所做的贡献；另一类是结果导向

型(outcome-oriented)，即倾向于将以上工作要素知

觉为工作带来的结果并且关注工作给自己造成的

影响。此外，研究者还将资源分配方式划分为三类，

给予(giving)、自取(taking)和划分(dividing)。研究结

果显示，当成员对组织的贡献量相当时，投入导向

型被试自取的金钱数目比给予合作伙伴的多。而对

于结果导向型被试来说，当自身贡献较大时，他们

给予合作伙伴的金钱数目与自取的数目相差无几，

当自身贡献较少时，他们给予合作伙伴的金钱数目

远比自取的多(Syroit and Poppe, 2000)。 

2.5 其他 

研究显示，分配者的动机也会影响分配原则的

选择。当要求被试将生产能力作为首要的考虑因素

时，他们会使用公平原则进行分配；当要求被试将

同事之间的关系作为首要的考虑因素时，他们进行

平等分配(Stake, 1983)。 

此外，当明确告知分配者他们自利性的分配方

式对接受者造成了心理压力时，这些分配者便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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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出自利行为(O'Malley and Becker, 1984)。当实

验者要求分配者更多的思考和分析接受者驳斥自

己分配决定的论据时，他们的自利倾向也会明显减

小(Babcock et al., 1995)。 

情绪和社会价值取向也会影响分配方式的选

择。与亲社会取向个体相比，亲自我个体分配给他

人的金钱数更少，更加关注自我获益；与愤怒情绪

个体相比，愉快情绪个体分配给他人的金钱数更多

(陈松和方学梅, 2011, 软科学, 25(12): 129-132)。 

此外，分配原则还会受到可供分配的资源是否

有限等因素的影响。 

3 在分配方式选择上的文化差异 

    亚洲是世界上研究分配正义的非英语国家的

主要聚集地，仔细比较一下，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还

是非常明显的。首先，与西方相比，东方人总体来

说不太倾向于使用比率原则即公平原则，平等原则

更受他们的青睐。其次，东方人表现得更为慷慨，

他们的分配更多的考虑接受者的利益(Leung and 

Bond, 1984; Mahler et al., 1981; Murphy-Berman et 

al., 1984)。除了东西方文化之间存在差异，在西方

国家内部，分配方式的选择也大不相同(Fischer et 

al., 2007)。以下我们将总结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下人

们选择分配方式的差异。 

3.1 现有关于文化差异的研究整理 

    有研究显示，中国的被试更有可能与陌生人平

等地分配酬劳，即使是在他们自身的贡献较大的情

况下，而当他们自身贡献较小时，他们则会选择按

贡献比例来分配酬劳，即遵循公平原则(Chu and 

Yang, 1976)。这一发现与不少西方研究的结果是相

反的：无论是选择公平原则还是平等原则，西方人

都会使自己的收益最大化(Austin, 1980)。 

    在利他倾向上的文化差异还可见于日本与澳

大利亚儿童的对比研究，该研究显示，在分配酬劳

的时候，日本儿童表现出平等倾向，而澳大利亚的

儿童则更多地考虑自身利益(Mann et al., 1985)。 

3.2 对分配方式差异的解释 

研究者发现在不同的文化中，分配者对于分配

方式的选择存在很大的差异。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

导致了这种差异？又是什么样的环境和价值观决

定了这种分配方式的选择？这些问题引起了各国

学者们很大的研究兴趣。 

有学者认为，不管是平等主义还是利他倾向，

在某种意义上是一致的，很多研究者用“文化集体

主义”来解释这一跨文化差异。例如，Leung 和

Bond(1984)将中国和美国被试在酬劳分配上的差异

归因于集体主义价值观在两种文化中盛行程度的

差异。他们指出持有集体主义价值观的个体更倾向

于使用平等原则来进行分配，并且更乐于优先考虑

他人的利益。同样地，Mann 等人认为日本和澳大

利亚的儿童之所以会做出不同的分配结果，是因为

双方在集体主义这一维度上的得分不同，前者更高

(Mann et al., 1985)。 

Hui 等人就集体—个人主义这个解释方式进行

了进一步的研究。首先，他们指出集体主义和个人

主义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就同一个个体来说，他在

不同的环境中可能表现出不同的集体—个人主义

倾向，所以不能笼统的给个体贴上集体主义或是个

人主义的标签；其次，他对集体主义进行了重新定

义，并从该定义出发得出结论：集体主义并不是通

过牺牲个人利益来成全他人，而是基于共享(sharing)

的理念与他人祸福同当(Hui et al., 1991)。 

还有学者指出，社会和经济背景是解释分配方

式文化差异的首要因素，尤其是与公平原则相关的

文化差异。他们指出，那些绩效好的组织更有可能

按照公平原则来分配酬劳。同样地，与国有性质的

企业相比，在私有企业更有可能依靠公平原则来进

行分配，因为私有企业更加看重经济效益。此外，

Fisher 等还指出宏观经济变量如国家失业率、收入

差距等因素也会成为影响分配原则的可能因素。尤

其是当收入差距和失业率很高的时候，组织将需求

原则作为分配酬劳的标准的可能性更小。研究结果

还显示，在讲究等级制度和绝对权力的组织中，公

平原则更为常用。而在那些将归属感、从属性作为

很重要的价值观的国家，需求原则比较常用(Fischer 

et al., 2007)。 

此后，Markus 和 Kitayama(1991)提出了独立我

(independent self)和相依我(dependent self)的概念，

从认知、情感和动机三个方面来对比两者的差异。

独立我关注自身、独立自主、更多的考虑自身的利

益，相依我受情境影响较大、关注他人感受、充分

考虑集体利益。在此概念提出后，便有学者尝试用

此来解释在分配中出现的文化差异，该研究探讨了

日本、韩国以及中国香港的员工在资源分配偏好以

及对分配公平的感知上的差异，结果显示，韩国和

香港的被试认为公正的资源分配应该体现在对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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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maintenance)的投入，而日本被试则认为应该更

多的投入项目(task)。研究者认为导致这种差异的原

因在于，与韩国和香港地区的被试相比，日本被试

的独立我成分更高，更加关注个人的成功，因此他

们希望公司在注重绩效的工作项目上投入更多，那

么当他们在工作上有优异的表现时，就能获得让人

满意的酬劳，从而提升对分配公正的感知(Kim et al., 

2010)。 

4 分配正义的研究方法 

现有关于分配正义的研究多采用情景模拟的

方法来实施。首先，在分配中设计到的金钱基本都

是概念上的金钱，而不是金钱实体。其次，研究者

通常采用角色扮演的方式来推动被试表现出分配

偏好。再有就是关于贡献量的问题，一般是由研究

者事先设定好不同的比例，然后在实验过程中告知

被试，作为其对组织的贡献量。 

例如，Hui 等(1991)的研究，研究者首先向被试

呈现一个情境，实验中，主试要求被试想象在某个

周末，自己被召集去完成一些行政工作。在高贡献

量的情况下，被试被要求想象自己辛勤的投入了一

整天的工作时间，一个人独自完成了整项任务的

80%，剩余的 20%的工作任务则是由和自己要好的

朋友来完成。交代完情境之后，主试首先询问被试：

在对酬劳数目没有限制的前提下，你认为自己和朋

友分别应该得到多少钱作为报酬？被试作答完毕

之后，主试继续提问：如果现在给你们俩共 150 港

币的酬劳并由你来分配，那么你认为你们各自应该

分得多少钱呢？ 

Syroit 和 Poppe (2000)的研究也是采用情景模

拟的方法来研究投入-结果导向和分配方式对分配

公正的影响。自变量分别为投入-结果导向、贡献量、

分配方式(包括拿取、给予和划分)。实验开始后，

研究者给被试一个小册子，其中描述了一个假设的

工作情景：被试刚和另一位同性伙伴完成了一项工

作任务，并且自己投入的工作时间比同伴多(贡献量

多和贡献量少两种情况各一半，册子随机发给被试)，

工作所得酬劳将在第二天发放。在描述中还向被试

强调在此次合作之后，双方不再有合作的可能。情

境描述之后，是三个问题：1)你在去领钱的路上遇

见了自己的合作伙伴，他得到的酬劳是 60 元，请

问你心目中预期的酬劳(不超过 100 元)是多少？2)

领钱的时候你的合作伙伴去晚了，你被分得 60元，

那你觉得你的合作伙伴应该获得多少酬劳(不超过

100 元)才算是合理的？3)你的合作伙伴临时说有事，

无法去领钱，所以现在有 160 元的酬劳需要你来分

配，你认为如何分配比较合适？ 

在另一项有关分配正义的研究中，被试是香港

中文大学发展心理学专业的学生，导师要求这些学

生自行分组(每组不超过六人)，然后在七周之内合

作完成一篇文献综述和一项实证研究。任务完成之

后，根据口头和书面表达情况，每组都将获得一个

分数。在这之后，导师召集所有的学生，告诉大家

为了公平起见，每个人都需要对本组的所有成员进

行打分，该分数不能超过本组得分的±15%，并且对

某一成员来说，他为每位成员打的分数与该组得分

的差相加必须为零。用公式表示即为：∑ (   
 
   

 ) =   (其中 n 表示小组中的第 n 位成员，n≤6, gn

表示评分者给该成员打的分数, G 则表示该组的实

际得分)。每个成员得到的 n 个分数的平均数将作为

他个人的最终得分。在小组进行口头报告之前，被

试们首先需要完成一份关于各成员贡献等级评估

的问卷。在报告之后便是上述的打分环节。紧接着

是一个五点量表，分为从非常公平到非常不公平五

个等级，题目为：如果给每一位小组成员的打分都

是相同的，这种方式你觉得公平吗？此后又是一个

五点量表，要求被试对小组的合作情况进行评定。

最后是一个六点量表，要求被试对小组合作的重要

性程度进行评定。 

在儿童对分配正义的感知的研究中，研究者采

用了洋娃娃、积木和动物玩具作为道具来构建实验

情境。实验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由主试进行分

配，然后询问儿童对这种分配方式的意见，即公正

与否；第二种是由儿童自己来分配，分配的同时并

阐述自己如此分配的理由。在主试或者儿童作出分

配决定的同时，主试会对积木和动物玩具的归属权

进行相应的调整，以保持与分配结果的一致(Wong 

and Nunes, 2003)。 

5 评论 

现有的分配正义的研究多采用情境模拟的方

式，这种方法确实能够较为有效的反应被试的分配

偏好，提供有关人们分配行为的很有价值的信息

(Oesch and Murnighan, 2003)。但是，这种研究方法

依然存在一些不足。预测式的分配方式和概念上的

金钱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被试的分配结果，因为在

进行分配的过程中，被试会联想到自己的决定并不

会实际生效，分配双方都不会有实际收益，所以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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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分配更多的酬劳或是资源给对方，自己也不会有

实际的损失，缺乏“现世实在性”(mundane realism)。

例如，在 Oesch 和 Murnighan(2003)的研究中，研究

者要求被试根据自己的判断来设定自己和同事的

工资，但在现实生活中，员工自身基本是无权决定

自己和他人的收入的，所以在实验中即使将同事的

工资设置的高一些也不会有实际影响。此外，对金

钱价值的判断是相对的。在完成的任务、贡献量和

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不同的金钱数可能会导致

不同的分配结果。例如，当酬劳是 1 000 元时，被

试不同的分配方式造成的数量差异最多是几百元，

但当酬劳是 100 000 元时，不同的分配方式带来的

可能的收入差异则变成了几万元，在这种情况下被

试的分配方式很有可能会发生变化。此外，情景模

拟中假设的贡献也太过抽象，被试无法亲身感受在

完成任务过程中自己努力的过程，对贡献量的感知

不够深刻，贡献量的对比更多的是两个单薄的数字

之间的大小关系。比如，主试告诉被试他与同伴的

贡献量或者工作时间对比是 8:2，这确实能够对被

试的分配产生影响。但是如果能够让被试亲身完成

一项任务，让他经历在做任务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

疲倦、压力等现实体验，那么被试对于贡献的感知

会更加真切，在这种情况下作出的分配结果也会更

真实。 

有关贡献量对分配的影响的研究也存在不足。

有研究显示，当组织成员的贡献差异很大时，平等

原则更受青睐；当组织成员的贡献差异较小时，公

平原则更受青睐(Miller and Komorita, 1995)，学者

由此推出了贡献量差异与分配方式选择之间的关

系。但是，他们忽略了贡献量和对未来合作预期的

交互作用。因为当贡献量差异很大时，如果贡献较

高的被试依然选择公平原则，那么势必会影响他们

将来的合作，这种顾虑对分配结果也会产生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采用按比例分配的方式很有可能是

贡献量和对未来合作预期交互作用产生的结果。此

外，在现有研究中，主试通常会用百分比或者投入

时间比来表示贡献量的差异，但当比例设置不同时，

可能会得出不一样的结论。例如 Mikula (1972)的实

验结论与上述实验的就有差异，他得出的结论是：

不管组织成员之间贡献量的差异是大还是小，只要

是低贡献量的人便会采取公平原则，只要是高贡献

量的人会采取平等原则。这两个研究的结论之所以

不一样，部分原因便是贡献量差异的比值相差较大。 

6 展望 

本文阐述了分配正义的研究意义和现状，介绍

了常用的分配原则、研究方法以及东西方的文化差

异问题，揭示了与西方人相比，东方人更加慷慨，

虽然对于分配方式的选择会随着情境的不同而发

生变化，但是总体来说，在分配过程中还是表现出

较强的利他倾向，更有可能与陌生人平等地分配酬

劳，即使是在他们自身的贡献较大的情况下，而当

他们自身贡献较小时，他们则会选择按贡献比例来

分配酬劳，即遵循公平原则(Chu and Yang, 1976)。

但是从现实社会来看，中国人并没有研究显示的那

么利他。首先，从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来说，获益

最多的永远是公司的管理者，普通员工一直是被剥

削的对象，收益远远低于工作投入的产值；再如分

蛋糕实验，如果切蛋糕的人必须等他人挑完之后才

能得到蛋糕，并且是没有选择的接受最后一块蛋糕，

那么他会尽自己最大的可能将蛋糕切的大小一致，

只有这样自己才不会吃亏。 

种种现象表明，中国人并非像研究显示的那般

利他和公正。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会使得研究结果

和社会现实不那么相符呢？现有的研究大多从集

体主义—个人主义的角度解释分配的文化差异，我

们也从这个角度出发来寻找缘由。在集体主义文化

中，人们很重视他人的感受，希望与他人保持和谐

的关系，这既有利于自我形象的维护，让别人对自

己留下一个积极正面的印象，同时也能够促进日后

双方关系的发展。此外，当个体对他人产生愧疚的

情绪时，他们会积极地采取措施去弥补(Markus and 

Kitayama, 1991)。这就让我们不禁联想到中国人的

面子心理。中国人向来注重人情关系和面子，朱真

茹和杨国枢所做的一项有关分配行为的实验显示：

台湾学生倾向于给同伴或者实验者留下一个能获

得社会赞许的印象，即便这种努力会让自己的一部

分利益受到损失。例如，当被试的表现比同伴差时，

他们倾向于使用公平分配方式；而当他们自身的表

现更佳时，他们则倾向于使用平均分配的方式来保

障同伴利益。由此可见，对中国人而言，保障团体

内的和谐与团结似乎比确保分配正义更为重要(黄

光国和胡先缙 , 2010,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pp.1-288)。因此，我们至少可以说中国人的利他倾

向是由诸如重视人情、面子等价值观等促成的一种

理性行为，而最初或是自发的行为也许是利己的。

社会心理学家指出，在群体决策的时候，个体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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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自己对最初的、自发的观点的坚持。因此，在今

后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尝试采用群体决策的方式，

即由大于等于两位被试共同协商得出分配结果，来

研究中国人的分配倾向。此外，采用匿名决策的方

式也是克服面子心理的另外一种方式。社会心理学

有研究显示，当人们必须面对他人做反应时，会比

私下里回答问题展现出更大的社会称许性。也就是

说，如果人们能够以匿名的方式来进行分配决策，

那么他们因为面子上过不去才选择分配更多资源

或酬劳给合作者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减小。 

目前，很多学者都从集体—个人主义的角度出

发解释分配中出现的文化差异。但正如上文所说，

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个体在不

同的情境下会表现出不同的倾向。在 Markus 和

Kitayama (1991)提出了独立我和相依我的概念之后，

已有学者开始从这一角度出发去解释文化差异，但

是并不多。在今后的研究中，各学者也可以尝试多

从这一角度去分析和解释。此外，在上文中提到了

有关贡献量的比例设置问题，即当贡献量差异的大

小不同时，被试作出的分配结果是不一样的。在今

后，研究者可以尝试探讨贡献量差异的大小与分配

原则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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